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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毛澤東與大躍進時期高指標提出的關係

⊙ 周 震

 

大躍進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方面的重大嘗試。歷史已經證

明，中共的這一探索是不成功的。大躍進時期，一些地區、行業和部門紛紛提出高指標，諸

如「苦戰三年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消滅病蟲害」1「湖南爭取明年為無蟲害省」2等等，中共試

圖通過高指標提高群眾熱情，達到發動群眾運動的目的。但是，經濟有其運行規律，它並不

會隨群眾運動的興起而得到超常規的「躍進」。所以，雖有高指標、雖有群眾高度的熱情，

但是我們得到的經濟成果確是很少。高指標的提出是一個歷史過程，經歷了冒進-反冒進-反

反冒進-大躍進這四個階段。毛澤東應對大躍進時期的高指標負有直接責任，這一點毛澤東在

七千人大會上是承認了的。本文認為毛澤東與大躍進時期高指標的關係表現在：毛澤東肯定

或直接提出了一些高指標；毛澤東不斷的批評右傾保守思想，使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迫於政

治壓力接受毛澤東的觀點，提出本部門或本地區的高指標；毛澤東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工作方

法，造成了一種政治上的壓力，使得各地區與部門也相繼提出一些高指標。

一 毛澤東直接提出或肯定了一些高指標

這裏所說的毛澤東直接提出的一些高指標，主要是指趕英超美的目標和以糧、棉、鋼、鐵為

主的經濟上的高指標。毛澤東作為當時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想讓國民經濟發展得更快一

點、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的更高一點，這沒有錯，也無可厚非，其實這也是當時全國人民的

想法。自鴉片戰爭失利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曾經受到大大小小資本帝國主義

國家的侵略，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落後。廣大人民因此在新中國特

別是社會主義制度初創之後，就有一種趕超發達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強國的願望。同時，東

西方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更加劇了這種情緒。

受這種情緒感染，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中國

在15年之後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他說：「赫魯雪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蘇聯可以超

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和超過英國。」3這裏毛澤東說的趕超英國，

主要是指在鋼鐵產量方面。12月2日，劉少奇在全國工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向全國人民傳達

了這一指示時，他說：「在15年內，蘇聯的工農業在最重要的產品和產量方面，可能趕上或

者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時期，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

英國。」4李富春在隨後的《關於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就和今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方

針的報告》中論證了這種可能。依客觀情況而論，中國經濟若沒有遭受到大躍進、「文革」

等一系列「左」傾錯誤的破壞，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在鋼鐵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是

有可能的。



但是，在大躍進中，趕英的目標不斷的發生改變，表現在：趕超時間上一再縮短，趕超對象

由英國變為了英、美。1958年4月2日，毛澤東在接見波蘭代表團時說：「我們中國趕上英

國，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趕上美國。」5距離1957年

莫斯科會議還不到半年，毛澤東就把十五年趕上英國的目標修正為十年或者十一年，並把二

十年趕上美國的目標也提了出來，這是經濟建設急於求成思想的具體體現。4月27日的一次會

議上，毛澤東又提出「十五年趕美看來不是沒有可能。」6這個目標又比月初他所提的目標提

前了5年。

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期間，王鶴壽同志在發言中認為「5年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

國。」7 1958年6月16日，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報送的「二五」計劃要點中同樣提到「五年超

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此檔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6月17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談

到：「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

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8」離1957年11月只有7個多

月時間，毛澤東把趕英的目標從15年提前到2年了。這反映出毛澤東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持非常

樂觀的態度。加之大躍進時期，一些地區、部門捷報頻傳，更加堅定了毛澤東「趕英超美」

的信心。 可以說，「趕英超美」目標一再提前，打亂了中國正常的計劃工作，給國民經濟的

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

毛澤東除了提出趕英超美的目標外，還提出或者肯定別人提出的一些高指標。為了配合「趕

英超美」的目標，毛澤東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提出中國鋼鐵產量翻番的目標，此後中

國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的高潮，造成整個國家鋼鐵產業畸形發展。大煉鋼鐵運動高潮之時，

甚至連商店都搬到工地上晝夜為煉鋼鐵的工人們服務。另外，毛澤東對別人提出的高指標，

有些也很贊成。例如毛澤東對上文講到的李富春關於「二五計劃要點」的報告，他就很滿

意，批示到：「很好一個檔，值得認真一讀，可以大開眼界。」9

二 毛澤東不斷批評右傾保守思想對提出高指標的影響

從1955年第4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建設中出現了一股冒進的勢頭。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

社會主義的改造進入了高潮，給各部門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另一個方面是毛澤東對右傾保守

思想不斷的批判，使各部門的壓力驟升。典型的事例就是毛澤東對鄧子恢的批評：全國農村

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

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10。此後，毛澤東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

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進一步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

但是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

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

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11

這一序言的發表，對各部門的震動相當大。於是，各部門紛紛調高指標。國家計委將1967年

的糧、棉、鋼、煤的計劃指標分別修改為：糧食由1955年的6000億斤提高到9500億斤（加上

大豆，實為1萬億斤）；棉花由1955年的5600萬擔提高到1億擔；鋼由1955年的1800萬噸提高

到2500萬噸；煤由1955年的2.8億噸增加到3.0億噸。許多部門則把原來1967年實現的指標提

早5年，改為1962年實現12。



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民經濟計劃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計劃若冒進，帶來的勢必是整個國民

經濟的混亂。在事實面前，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開始冷靜下來，逐步調低過高的指標，

最終使八大一次會議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這些措施的施行，使1957年的

國民經濟發展水準成為改革開放前少有的幾個好的年份之一。對於「反冒進」，毛澤東是不

滿意的，但是他還是尊重了黨的集體領導。

從八屆三中全會開始，毛澤東把精力再次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逐步將他對反冒進的不滿表露

出來。在八屆三中全會的閉幕式上，毛澤東批評了反冒進：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

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促進委員會13。毛澤東說要恢復這些東西，並說反

冒進是右傾，是促退。這樣的講話使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領導人感受到了壓力。

同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審閱的〈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掀起農

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該文對反冒進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首次使用了「躍進」一詞，

獲得毛澤東的好評。12月12日，《人民日報》再次發表經毛澤東修改並經政治局會議通過的

〈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社論，繼續對反冒進提出批評。

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繼續對反冒進提出嚴厲的批評。南寧會議

上，毛澤東說道：「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

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

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

『促進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沒有

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

破浪，還是潑冷水洩氣？14」

南寧會議以後，全國上下，「熱氣騰騰」，掀起了一個生產的高潮，一些地方上的領導人開

始提出一些高指標，並且越來越高。毛澤東這時候頭腦也不冷靜了，他在成都會議上做了六

次講話，講話繼續批評了反冒進，他說：「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

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應採取『冒進』。很多問題都

可以這樣提。15」這樣的提法就比較嚴重了，把冒進與反冒進的對立提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高

度，這不能不給反冒進的領導人以相當大的壓力。

在毛澤東的講話鼓舞下，會議通過的國家計委《關於一九五八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賬的意

見》中，一些主要的經濟指標比這年一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數目提高了很多，如：鋼產指

標從六百二十四萬八千噸提高到七百萬噸，糧食指標從三千九百二十億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

十六億斤16。一些省的負責人也相繼提出一些高指標。南寧會議與成都會議實際上為八大二

次會議全面發動大躍進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毛澤東主要通過這兩次會議，扭轉了反冒進以

來的形勢，並使得劉少奇等人不斷的檢討。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兩次會議，社會上形成了一

股躍進之風。

1958年5月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把大躍進運動推向高潮。劉少奇作

了大會工作報告，報告內容體現的基本是毛澤東的思想。劉少奇指出，中國已經進入馬克思

預言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代，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當時歷史階段的高指標。即使在

現在，這些高指標都不一定能夠完全實現，如：技術革命方面，「把包括農業和手工業在內

的全國經濟有計劃有步驟地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化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使一切



能夠使用機器的勞動都使用機器，實現全國城市和農村的電氣化；使全國的大中城市都成為

工業城市，並在那些條件具備的地方逐步建立新的工業基地，使全國的縣城和很多鄉鎮都能

有自己的工業，使全國各省、自治區以至大多數專區和縣的工業產值都超過農業產值；在全

國範圍內建立一個以現代工具為主的四通八達的運輸網和郵電網。」17文化革命方面，「掃

除文言，普及小學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鄉都有中等學校，一般的專區和許多的縣都有高

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關；完成少數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改革，積極地進行漢字的改革；消滅

『四害』，講究衛生，提倡體育，消滅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風易俗，振奮民族精

神。18」

八大二次會議之後，全國掀起了大躍進的狂潮，高指標紛紛出籠。5月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

議建議將1958年鋼產量指標提高到800-850萬噸，將1962年的指標提高到4000萬噸。冶金部黨

組提出，1959年全國鋼產量可以超過3000萬噸，1962年可以超過8000-9000萬噸。北戴河會議

更是把大躍進推向了頂峰，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

決定》指出：「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目標是：糧食產量達到8000億斤到10000億斤，鋼

產量達到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191958年11月，鄭州會議通過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

設綱要四十條（初稿）》提到：到1972年，全國平均糧食畝產要達到5000斤至10000斤並且全

國耕地實行「三三制」，即把全國土地平均分成3份，三分之一用於種植農作物，三分之一用

於休閒和種植綠肥，還有三分之一用於種樹和種草20。

這些聽起來振奮人心的高指標，嚴重的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破壞了國民經濟的綜合平

衡，使得重工業尤其是鋼鐵工業異軍突起，擠佔了其他產業發展的空間，損害了其他產業的

利益，進而影響到中國工業整體的發展水準。在無情的現實面前，毛澤東逐漸察覺到大躍進

運動的偏差，開始與黨內其他領導人一道糾「左」。但是，1959年廬山會議發生彭德懷的問

題後，糾「左」變成了反「右」，並把階級鬥爭的觀念引入了黨內。此後各地的高指標與浮

誇風又開始盛行起來。

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或黨的每一次反右傾保守思想過後，就有一次經濟指標的向

上調整，經過幾次反右傾保守思想之後，指標被抬得越來越高，於是一些地方就開始造假，

浮誇風遍及全國，在國內外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三 毛澤東提出的一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提出高指標的影響

毛澤東一貫重視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問題。大躍進運動前後，毛澤東發表了很多關於思想

與工作方法的講話，其中很多內容是正確的，是在社會主義探索中取得的經驗總結。但是由

於受到當時「左」的情緒的影響，毛澤東很多講話的內容沒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毛澤東

講話中一些錯誤的東西在實際工作或在理論宣傳中被貫徹了，起到了不好的影響。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講了許多關於思想方法與工作的方法問題。關於堅持原則與

獨創精神的問題，毛澤東說：「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

習與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21這段話現在看來也是正確

的，創新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動力。但是這段話在大躍進時期，就起了不良作用，在「獨創精

神」的鼓舞下很多合理的規章制度被廢除了，給生產與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損失。毛澤東在成

都會議上還談了「解放思想，反對迷信」的問題。毛澤東說：「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



尊重，但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們腦

子鎮壓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問題。」22他還講了一些不要怕教授之類的話，並舉了馬克

思、康有為、章太炎等人年輕時候就有相當大的成就的典故，以此來鼓舞大家的幹勁，並得

出了「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的結論。本來毛澤東講話的原意可能是讓

人們要自信，不要迷信所謂的「權威」，出發點很好，但是在當時「左」的思想已經抬頭，

人們把很多不是迷信的東西當作迷信破除掉了。

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作了四次講話，主要講的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說：我

們的同志有幾怕。第一種怕教授，第二種怕馬克思。以為馬克思住在很高的樓上，要搭很多

長的梯子才能爬上樓去。我看，樓下的不要怕樓上的人。列寧說的、做的，許多東西都超過

了馬克思。我們做的也有許多超過了馬克思。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23。他把自己的講話

總結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馬克思24。毛澤東在5月20日的講話中，再一次講到

了「破除迷信」的問題。他把外行領導內行看成了普遍規律。毛澤東還講到 「拔白旗，插紅

旗」的問題，他說：凡是有人的地方總要插旗子，不是紅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無

產階級的紅旗，就是資產階級的白旗25。毛澤東的這些講話一傳達，助長了基層「左」的思

想與做法，許多科學的東西當作迷信反掉，這是「浮誇風」、「瞎指揮風」產生與氾濫的重

要原因。「拔白旗、插紅旗」的講話，加劇了整風運動中的某些「左」的做法，傷害了一批

知識份子。

應當承認，毛澤東關於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講話，對於高指標的產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

用。例如，在八大二次會議期間，一些代表在大會熱情的鼓舞下就提出了一些高指標。湖南

組認為：中國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趕上美國是完全可能的。問題不在於能不能趕，而在於

敢不敢趕26。廣東組認為：6億人民都真正解放思想了，群眾的無窮無盡的智慧將匯成巨大的

物質力量，將大大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27。化學工業部負責人在發言中說：仍然處

於嚴重落後狀態的化學工業在10年內是可能趕上和超過美國的，是能夠和美國較量的28。江

蘇負責人說：在農業方面，1958年要在1957年的基礎上，糧食增加20%至25%，棉花增加20至

25%，油料增加50%至60%，牲畜增加80%至100%，蠶繭增加20%至25%。到1962年或者多一點時

間，江蘇省則完全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所規定的各項指標29。

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鼓動下，高指標在全國開始蔓延。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確定的

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時（1962年）的各項主要指標是：鋼8000-10000萬噸，比第一個五年計

劃完成時（1957年）的產量增長13.9-17.7倍；鐵9000-11000萬噸，增長14.4-18倍；煤9-11

億噸，增長5.9-7.4倍；糧食13000-15000億斤，增長2.5-3.1倍；棉花1.5億擔，增長3.6

倍；工業總產值5700-6500億元，增長7.4-8.5倍；農業總產值2300-2500億元，增長2.5-2.8

倍；基本建設總投資3850-4300億元，增長6.8-7.7倍30。很顯然，這樣的高指標如果貫徹到

經濟生活中，必定打亂中國經濟發展的正常步驟，造成對國民經濟的破壞。另外，農業部9月

初在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出：明年要做到基本上取消用手插秧，做到水稻插秧半機械

化31。這樣的高指標，在現在中國有些地區還不一定實現，但是在當時「破除迷信」的壓力

下，被看成理所當然能夠實現的目標。「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實際上對大躍進運動起了推

波助瀾的作用。

高指標的出籠，一方面反映的是黨和群眾迫切改變中國貧困落後的願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一種全民急躁的情緒，党的一些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有這樣的情緒。毛澤東對大躍進的發動



負有直接責任，因為他是當時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很多高指標由他本人提出。作為中國

民主革命時期實事求是代表的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卻表現得不那麼實事求是了，

有時候甚至有強烈的主觀主義思想。現在看來，大躍進時期很多高指標如1958年產鋼1070萬

噸由毛澤東提出，但是一些部門、行業和地區出於當時的政治壓力或其他原因，在毛澤東提

出的高指標上再層層加碼，並吹噓一定能夠完成，這樣給了毛澤東一種錯覺，使他覺得他定

的指標是符合實際的，是能夠完成的，於是，在一些情況下，毛澤東又提出一些高指標，各

部門、各行業、各地區在大躍進狂潮下，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計劃，提出更高的指標，不斷

打破經濟的綜合平衡規律。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指標越來越高，也就越來越不符合

實際。一些部門、行業和地區，為了完成實際上不能完成的高指標，開始浮誇、造假，更有

甚者對敢於說實話的群眾打擊報復，這是中國陷入1959-1961三年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對

困難，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首要工作就是調低高指標，尊重

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規律。經過艱難調整，國民經濟在「文革」前，逐步恢復到大躍進前的

水準。

可以說，大躍進運動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嚴重過

失。因此，毛澤東對大躍進時期高指標的提出應當負有直接責任。但是，不能把全部責任與

錯誤都讓毛澤東一個人來承擔。其實，在大躍進過程中，他對一些地方領導人提出的一些過

高的指標表示過懷疑，並提議要「壓縮空氣」，這在當時大家都頭腦發熱的時候是難能可貴

的。對於這一問題，還是鄧小平講的好：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

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

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

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

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32。

鄧小平的談話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那時中國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加之毛

澤東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很多決策體現了毛澤東的意志，因此他在一些問題上應該負有責

任，具體到高指標來說，毛澤東應該負有直接的責任，但不是全部的責任，畢竟我黨是集體

領導，況且也是在探索中發生的失誤，以後糾正大躍進一些「左」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也

很堅決，所以我們不應過多的糾纏於責任歸屬方面的問題，而主要應當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

訓，為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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